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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解读，阐述了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的华侨华人的独特

性质，探讨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华侨华人研究的新范式。“中国式现代化”内外兼修的视

野，要求华侨华人研究一定要具有全面、系统和均衡的视角。一方面，需要在祖籍地中国和住在国

之间有一定的均衡，过分强调任何一地，都可能会失去对华侨华人这个分布于全球的群体的客观理

解；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也是个系统工程，现代化进程既涉及政治经济，也包含社会文化；

既需要本土稳定，也兼顾世界和平，所以对华侨华人的研究，一定要有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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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as been complicated in both national and transnational 

senses, thus is of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to give directions for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on modern China. 

Distinguished by “Chineseness”, “locality” and “transnationalism”, the Chinese overseas participated 

in and witnessed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in both China and their countries of residence, meanwhile 

building connections between them,  resulting in a global network of modernization.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at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may be a new paradigm to apply on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中国式现代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

会所作报告中提出来的一个关键词。这个概念，将中国的特殊经验与世界的普遍发展进行了有机结

合，给纷乱变化的世界提供了一条理解自身的路径，迅速成为一个热门词汇和主要理念，引起国内

外普遍关注，也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学界从方方面面探讨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笔者认为，

“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概念，应当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新的理论指导。本文旨在从华侨

华人研究视野探讨“中国式现代化”可以成为华侨华人研究的一个新范式。本文首先简单解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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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式现代化”，接着分析作为一个群体的华侨华人之特性，然后指出华侨华人与“中国式现代化”的

契合，最后提醒用“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华侨华人需要注意的两个倾向。

一、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近五百年以来的世界，一直是西方国家“独领风骚”。西方国家的历史分期，成了世界史的分

期。A西方国家的个别经验，变成整体人类社会应当追随的普遍性榜样：完全实现这个样板的，被

称为“现代国家”、“发达国家”甚至是“后现代国家”；按照这个样板发展但还没有达标的，被称为

“发展中国家”；而那些没有按照这个样板、不愿或不能实现这个样板的，则被称为“欠发达国家”。

由西方国家实践并被西方界定的“现代”似乎已经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成为一套意识形态标准，

那些同样处在现代时段的国家和民族，因为不符合这套意识形态标准，甚至都被冠以“前现代”、“欠

发展”、“不发达”，甚至是“失败”和“流氓”国家。

但是，随着近年来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也因为西方国家出现了新的内忧外困，整个世界进入动

荡变革期。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各国决策者和研究人员有的自信爆棚，主张与西方

割裂，有的自悲自怜，唯西方马首是瞻，但更多的是深陷迷惑而无所适从。此时此刻，“中国式现代

化”横空出世，成为我们和世人理解自身和定位自身的一副清醒剂。正如二十大报告所言：“中国式

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

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1］

“中国式现代化”在二十大报告中出现了 11 次，它既是对中国现代化历程的一个历史总结和提

炼，也是对未来中国发展的一个新的指导。对学术研究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提醒我们应当跳出近

500 年来被西方圈定的历史，从更宽广的范围、更长久的时段和更多元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国家和民

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和现代化。二十大报告还清晰界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人口规模巨

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2］

上述五大特征，每一条都突出了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性，特别是在与西方的比较背景下。本文想

特别强调最后一点——“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如果与西方现代化历程中的“扩张”、

“殖民”与“战争”相比，中国截然相反地形成“和平发展”的图景。被西方称为“地理大发现”并

以此标志西方（也包括世界）现代史开端的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与麦哲伦环海航行，让西方发现了

香料、土地、资源、人力资本，随之是整个世界被迫向西方提供土地、提供香料、提供黑奴和苦力，

广大的亚非拉逐步变成了西方的殖民地，让英国变成了“日不落帝国”。如果对比早于哥伦布和麦哲

伦的郑和下西洋，中国并没有给被发现的新世界带来血雨腥风，更没有殖民、没有战争，尽管郑和

船队的整体实力和航海技术远高于哥伦布与麦哲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600 多年前，中国的

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团队 7 次远航太平洋和西印度洋，到访了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占领

一寸土地，播撒了和平友谊的种子，留下的是同沿途人民友好交往和文明传播的佳话。”［3］因此，“走

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不仅仅是当今中国，更是自古以来中国外交行为的一种描述。

此外，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仅只是中国的现代化，也不仅仅是给别的国家提供了一种新模式和新

选择，它本身就是全世界现代化的一部分，而且实实在在地促进了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乃

至世界整体的现代化，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也可以被称为是“惠及世界的现代化”。2023 年 3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鲜明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

A	诸如很多世界史教材都把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看成是现代史的开端，这一事件对西方很重要，因为他

们发现了新土地、新资源、新人力，是他们开始殖民整个世界的开始。但世界各国各地的现代史，完全不应该

从这个事件开始，譬如中国就有一个独特的“近代史”的界定，当然它也是始于和西方关系的开始，但时间完

全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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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普惠性”，他指出：“我们要弘扬立己达人精神，增强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任何国家追

求现代化，都应该秉持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走共建共享共赢之路。走在前面的国家应该真

心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

更远。要坚持共享机遇、共创未来，共同做大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蛋糕’，努力让现代化成果更多更

公平惠及各国人民，坚决反对通过打压遏制别国现代化来维护自身发展‘特权’。”［4］

二、华侨华人的独特性质

在“惠及世界”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华侨华人是一个作用独特且最具代表性的群体。

历史上，随着 1840 年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内出现了中国人的大规模被迫跨

国迁移，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契约华工，也被称为苦力。他们遍布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在东南亚、

南北美洲、大洋洲、非洲等地开采矿山、垦荒种植、修建各种公共基础设施，如在美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南非等地开采金矿，在美国、加拿大修建铁路等，为当地经济发展与现代化贡献力量。［5］

在这个过程中，华工苦力遭受各种磨难、多种歧视和重重困难，很多人都客死他乡，人们常说的美国

“太平洋铁路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有一具华人尸骨”就是这段历史的写照。实际上，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

的历史背景，那就是随着西方殖民国家相继废除了公开贩卖非洲奴隶的制度，殖民地的经济现代化进

程受到了严重影响，此时大量的华工苦力（还有印度等其他亚洲国家的劳动力）被迫加入到了西方殖

民者的经济现代化进程中。［6］不夸张地说，这群华工苦力在客观上支撑和延续了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

范围内的发展，也促进了住在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这些华工也通过诸如银信汇款［7］、各种

捐赠［8］等支持了家乡和祖国的发展，把当地的文化因素带回家乡，［9］也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

在新中国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高歌猛进的过程中，华侨华人在率先进入中

国投资设厂、协助中国商品和企业走向海外等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诸多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点，在

此不加赘述。［10］他们的这种独特贡献，助推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向全世界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各

种商品，让全世界人民都体验到了现代化的生活便利。就此而言，华侨华人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

参与者，同时也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起来，推进了其所在国以及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进程。

在促进中国与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在沟通中国与世界的过程中，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华侨

华人显示出了“中华根性”、“在地性”和“跨国性”的独有特征。［11］“中华根性”指的是他们无论身

处何地，血脉中总有着中国人的特质，诸如敬祖爱乡、抱团互助、勤俭持家、尊师重教、落叶归根

等等，遍布多国的旧时唐人街、现代中国城都体现了这种特性。［12］“在地性”指的是他们也有入乡

随俗和了解与学习当地的精神，有积极融入、落地生根和贡献当地的态度。［13］“跨国性”指的是他

们利用自己的“中华根性”和“在地性”的能力与特长，努力将中国与住在国联系起来，成为沟通

中外的最好媒介。［14］更进一步，随着现代交通通讯技术的普及和便利，加之华侨华人善于流动的技

能，他们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两点一线，而是在两国间双向频繁流动，在多国多点间不断环流，不仅

仅成为中外交流沟通的桥梁，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践行者和贡献者。

三、华侨华人研究的新范式

如果说“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现代化”指的是全世界和全人类的普遍发展，“中国式”强调的

是这种普遍发展的中国方式和成就，那么“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程。

而华侨华人这个群体，正是具有中国和世界两种属性，实践这两种属性的互动，将两者有机联系起

来的特性。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新概念，理应成为研究华侨华人的新

范式，它要求华侨华人研究应该注重以下几个视角。

第一，应当看到华侨华人与中国的联结，注重华侨华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贡献。如上所言，

华侨华人的“中华根性”深入家庭和血脉。之前的很多研究也都非常注重华侨华人的落叶归根、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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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情怀、家国感情等等。但随着现代国家的构建，特别是现代国族的打造，华裔新生代的认同逐步

本地化，他们与中国的联结也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可喜的是，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世界各

国各地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很多已经疏离中国的本土华人也都开始寻找与中国的联系。［15］

笔者在调研中特别注意到不少海外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也都有了这样想法和举动。［16］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出现与中国“脱钩”的思潮和政策，这对海外华人可能也会产生新

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从事华侨华人研究必须注重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新变化。另一方面，国内

的诸多有利资源和条件，诸如侨乡侨都、华侨农场、归侨侨眷等都可以促进这种联系，都应系统纳

入华侨华人的研究视野。

第二，应当看到华侨华人对住在国现代化和世界现代化的贡献。目前 6000 多万华侨华人，绝大

多数已经成为住在国家的少数民族（新加坡除外），这也是当今现代国家和国族打造的潮流与结果，

也是我们所说的“现代化”的一部分。我们在看到华侨华人和中国有密切关系的同时，更要看到华

侨华人对住在国的贡献。这种贡献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他们是推动和拓展住在国与中国关系的

主要力量。目前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的第一贸易伙伴都是中国，其中华侨华人在参与和积极促成中

外贸易往来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次，华人落地生根，在当地谋生存求发展，遵纪守法，积

极参与当地的各种公益活动和公共事务，这既是住在国国族打造的成果，也是华人生生不息的意愿

和能力的体现，对住在国国家的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最后，华侨华人不仅参与了中国的现代化

历程，也参与和见证了住在国的现代化历程。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有能力和资源把这两种现代化进

程联系起来，把中国的特色带出去、将住在国的优势引回来，从而建构了超越中国与住在国界限的、

也更为广泛的现代化普遍特征。这种贡献，是华侨华人独一无二的特色，无可替代，值得大书特书。

第三，应当看到中国侨务治理的世界贡献。尽管从人口比例来看中国的海外移民不算多，但从

绝对数量和地理分布来看，华侨华人群体应是世界上人数较多的国际移民及其后裔群体之一了。早

从 19 世纪下半叶开始，伴随着大规模契约华工的出境，清政府就设立了专门的机构来处理海外华侨

的相关事务。之后的中华民国设立了专门的侨务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后，侨务工作得到了更高的提

升。目前，中央层面涉侨的机构有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国务院侨办、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

中国致公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这些机构在地方层面也都设有相应的下属机构。特别是在

党的十八大后国家机构调整，国务院侨办并入统战部，更是从战略层面加强了侨务工作。上述涉侨

机构有分工有合作，共同管理、服务和协调涉侨事务，这从制度和政策上为华侨华人参与祖籍国经

济社会发展以及扎根融入住在国、增进中外友好交往等提供了保障。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

学习借鉴中国的经验，开始设立中央层面的专门侨务机构，协调和管理侨民事务。一百多年来独具

特色的中国侨务治理，非常值得从世界移民治理的视角进行重新定位和评价。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内外兼修的视野，要求我们从事华侨华人研究一定要具

有全面、系统和平衡的视角。一方面，我们需要在祖籍地中国和生活所在国之间有一定的平衡，过

分强调任何一地，都可能会失去对华侨华人这一群体的客观理解；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也

是个系统工程，正如其五大特征所显示的，现代化进程既涉及政治经济，也包含社会文化，既需要

本土稳定，也兼顾世界和平，所以对华侨华人的研究，一定要有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视野。当然，一

篇文章、一本专著可以是一个问题的专项研究，但从整个研究问题来看，如果不注重这种系统性，

只是一味追求“片面的深刻”，不但有碍于对华侨华人的整体性把握，甚至会得出以偏概全的不当

结论。

四、余论

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中国式现代化”，与具有“中华根性”、“在地性”和“跨国性”的华侨

华人，有着天然的相通之处，完全可以作为华侨华人研究的新范式和理论指导。但这个范式需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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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和国外的平衡。针对目下的学术界，笔者特别提醒以下两点：

一是不能只突出中国的特殊性，要务必注意到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看到中国与世界的互

动塑造。［17］实际上，这一点也正是华侨华人所能够提示我们的，我们并非孤立地存在，无论我们被

迫闭关锁国、主动自主限关，还是诚心拥抱世界，我们都是整个世界的一部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 3 月 23 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所指出的：“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

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二是我们也不能只突出和强调华侨华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贡献，还要挖掘中国式现代化给华侨

华人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只有客观恰当地把握好华侨华人与中国式现代化、住在国的现代化乃至整

个世界的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才能更好地惠及华侨华人、惠及华侨华人所在国。惠及

全世界才是真正的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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